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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维持了一个稳定时期， 但是从 １９９７ 年开始， 就呈不断下降趋势。 台湾 １９８３

年的总和生育率是 ２ １６， 比更替水平略高， 而 １９８４ 年则降到 ２ ０５， 这是台湾

人口出生率降低的重要节点①， ２００３ 年则进一步跌至 １ ２４， 比通常认为水平

为 １ ３ 的超低生育率还要低， 而 ２０１０ 年的总和生育率只有 ０ ８９５， 但是近年

来有所回升， 其中 ２０１２ 年升至 １ ２７②， 而 ２０１４ 年也达到了 １ １６ 的水平③。

图 ５　 １９８３ ～ ２０１４ 年台湾地区的总和生育率

数据来源： 台湾 “行政院” 主计总处编 《台湾统计年鉴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４， 第 １２ 页。

（六）新加坡的生育率变动

与中国大陆、 香港、 澳门以及台湾地区不同， 新加坡不仅是一个独立的

国家， 而且它的人口族群分布广泛， 但是华人的比重仍然占到 ７４ ２％ ④， 所

以新加坡可以被视为主要的华人聚居地区， 截至 ２０１４ 年底， 新加坡总人口

达到 ５４６ ９７ 万人， 其中常住人口数为 ３８７ ０７ 万人， 其余 １５９ ９ 万人是未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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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肇庆、 陈宽政： 《调节生育与国际移民： 未来台湾人口变迁的两个关键问题》， 《人文及

社会科学集刊》 １９８８ 年第 １ 期。
台湾 “行政院” 主计总处编 《台湾统计年鉴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４， 第 １２ 页。
《台湾 ２０１４ 婚育升高， 老年化问题将日趋严重》， 中国台湾网， ｈｔｔｐ： ／ ／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ａｉｗａｎ ｃｎ ／
ｔｏｐ ／ ２０１５０１ ／ ｔ２０１５０１１６＿ ８７２４４７４ ｈｔｍ。
新加坡统计部编 《新加坡统计年鉴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４， 第 ２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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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永久居留权的外籍移民①。 此处使用的总和生育率基于常住人口统计， 从

表 １可以看出， 新加坡的总和生育率差不多在 １９７５ 年以后开始下降到更替

水平以下，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 更是降至 １ ３ 以下。 图 ６ 呈现的是新加坡

１９６０ 年以来的总和生育率变动趋势， 我们看到 １９６０ ～ １９８０ 年有一个快速的

下降趋势， 此后的发展趋势仍然是下降， 只是降幅有所减小， 而近年来的总

和生育率不见回升势头， 除了 ２０１２ 年有一个短暂的反弹， 因为这一年是中

国农历龙年， 文化传统在遏制人口下降趋势上发挥了些微的作用。

图 ６　 １９６０ ～ ２０１３ 年新加坡的总和生育率

说明： １９６０ ～ ２００５ 年是每 ５ 年的数字，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３ 年是每年的数字。
数 据 来 源：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Ｔｒａｄｅ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４， ｐ ２４。

二　生育率影响因素分析

在一般条件下， 影响人口生育率的主要因素包括： 物质生产方式和生

产力发展水平、 人口政策、 婚姻家庭状况、 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水平以及其

他社会因素， 其中后者又包括教育及职业状况、 宗教信仰、 风俗习惯、 伦

７８０

① 新加坡统计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ｉｎｇｓｔａｔ ｇｏｖ ｓｇ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ｌａｔｅｓｔ － ｄａｔａ＃１４， 最后访问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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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道德等①。 生育作为人类社会更替和繁衍的重要方式已经被人类自身创设

成一套独特的制度②， 因此它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制度安排中受到复杂因素的

影响。 从图 ７ 可以看出， 能够影响生育率的因素有生物因素、 生育文化、 生

育条件、 生育观念、 生育规范、 社会政治力量以及社会经济力量。 其中生物

因素包括性交、 怀孕和分娩三个直接影响生育的因素， 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

是以外部作用影响生育， 而其他因素则在生育制度层面发挥作用③。 生育是

一种社会现象， 还是一种经济现象， 所以社会学和经济学对生育都有独到的

理论见解。 经济学将人看成一个 “理性人”， 正是在所谓经济理性的基础

上， 子女被父母视为一种特殊的商品， 而生育行为则是个人和家庭基于成本

—收益分析后作出的决策。 社会学对此观点不能完全认同， 社会学认为文化

和风俗习惯对个人生育行为的影响更大， 它为个人的生育行为决策提供了制

度背景， 从而导致特殊的生育偏好④， 但在现实中， 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观点

其实互为补充， 从更多的分析视角可以更全面地认识生育现象。

除了关注和分析宏观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外， 当我们开始分析和预测实际

生育率时， 观察的视角可能更为微观， 当中存在一个方法论的问题。 我们知

道每个生育个体的生育行为可以汇聚成人口总体的生育水平， 生育率的高低

其实也是总人口中生育行为的多少， 这是一个群体层次的问题。 而就生育个

体而言， 她是否生育又是一个个体层次的问题， 所以对生育率变动因素的分

析可以转化为对个体生育决策的研究， 这就要涉及生育意愿、 生育行为和生

育水平之间的关系⑤。 但是三者间的关系颇为复杂， 学者们在理论上假定生

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之间是等价的， 但是现实中两者往往发生背离， 强烈的生

育意愿并不一定带来生育行为， 这种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背离的现象既出现

８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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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张善余： 《人口地理学概论》，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第 １０８ ～ １１５ 页。
费孝通： 《生育制度》，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９， 第 ４３ 页。
佟新： 《人口社会学》 （第四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第 ５８ ～ ６９ 页。
蔡泳： 《低生育率及其社会经济影响》， 载梁在主编 《西方人文社科前沿述评： 人口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第 １０５ 页。
顾宝昌、 马小红、 茅倬彦主编 《二孩， 你会生吗？ ———生育意愿、 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关

系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４， 第 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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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达国家也出现在发展中国家， 既有可能出现在高生育率国家， 也有可能

出现在低生育率国家①。 在分析一个具体社会的生育率时， 微观层面的影响

因素被考察得较多， 因为这些因素在实证研究中更易被测量， 而分析框架更

接近于一种理论模型。 中国、 新加坡的生育率同样适合用图 ７ 的分析框架加

以研究， 而且这五地的生育率也兼有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特征， 更为重要的

是，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对中国人及海外华侨华人的生育观念和行为有着不

可忽视的影响。

图 ７　 生育制度的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 佟新： 《人口社会学》 （第四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第 ５８ 页。

1  中国的生育率影响因素分析

首先， 前文中我们看到中国的生育率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下降较快，

这使我们很容易想到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点是不容

否认的。 但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持续了 ３０ 多年， 现代化进程得以持续推

进， 社会经济发展在降低生育率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郭志刚借鉴国外

低生育率因素模型研究发现， 中国推迟生育对总和生育率具有显著压抑作

９８０

① 杨菊华： 《意愿与行为的悖离： 发达国家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述评及对中国的启示》，
《学海》 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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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而子女性别偏好对生育率的影响已经从多生转向性别导向的人工流产，

因而也会显著降低生育率。 此外， 流动人口本身素质较高、 由于流动而产

生的婚姻生育推迟、 由于新的机会和追求而产生的竞争效应都可以导致其

生育率相对较低， 这是中国城镇化过程中需要注意的特殊现象①。 更为重要

的是， 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的生育观念发生了显著变化， 那就是生育意

愿相当低。 ２００６ 年开展的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发现， 育龄妇女理想子

女数的平均值为 １ ７３ 个②， 比更替水平低将近 ２０％ 。 最后， 现代社会的风

险因素逐渐加大， 环境风险日益增高与个人适应性差异对个人生育能力造

成破坏性影响， 适龄男女的不孕不育率在逐渐增高， 从而也对生育率产生

抑制作用。

2 中国港澳台地区以及新加坡的生育率影响因素分析

与中国大陆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同， 中国香港、 澳门、 台湾地区

以及新加坡施行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 而且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程

度更高， 这些差异使得影响生育率的因素不尽相同。 最根本的仍然是官方政

策的影响。 “计划生育” 不是中国大陆所独有的， 很多国家和地区在其发展

起步阶段都曾经使用或者考虑使用这个政策工具， 如中国台湾地区和新加

坡。 台湾官方于 １９６８ 年公布 “台湾地区家庭计划实施办法”， 而新加坡政

府也在差不多的时间推出 “政府家庭计划”， 目的都很明确， 就是要在短时

间内把过快增长的出生率降下来。 台湾官方的做法在其内部遇到了较大的争

议③， 但是之后仍然坚持实行， 但是有人对政策的效果持怀疑态度， 认为家

庭计划对台湾生育率的下降只是起到了辅助性作用④。 客观地看， 中国台湾

地区和新加坡的 “计划生育” 政策更多是以宣传号召、 物质奖励和提高过

多生育的经济成本等方式来执行的， 强制性虽有， 但是力度不足， 所以政策

０９０

①

②

③

④

郭志刚： 《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人口研究》 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
郭志刚： 《中国近年来的低生育水平》， 载王丰、 彭希哲、 顾宝昌等编著 《全球化与低生育

率： 中国的选择》， 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第 ２４ 页。
蓝益江： 《台湾人口问题与人口政策》， 《台湾研究集刊》 １９８５ 年第 ３ 期。
郑启五： 《台湾人口出生率下降原因剖析》， 《台湾研究集刊》 １９９２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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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育率的下降影响有限。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 中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的

总和生育率开始处于较低水平， 此时两地因应形势调整生育政策以期提高出

生率， 但效果不是太好。

除了政策性因素之外， 经济成本因素在降低生育率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

用。 香港和澳门虽然没有类似的 “计划生育” 政策， 但是两地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生育率也快速下降， 其中澳门下降的时间更早一些， 经济因素在

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仅香港和澳门， 中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也是如

此。 不断增加的生活压力和高昂的生活成本使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不得不

面对现实的考虑， 生育及抚育所付出的成本不断升高， 使人们对生育望而

却步。 与此同时， 社会向现代化的转型对生育率的降低产生深层次影响。

除澳门之外， 中国香港、 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的总和生育率快速下降之时也

正是这些地区经济发展跃升的时期， 现代化促使这些地区社会发生了前所

未有的大变动。 比如， 人口的城市化和产业转移、 女性教育水平及家庭外

就业率的提高、 西方文化的撞击等促使新一代人更看重自身的发展和享乐

的满足， 从而对生育的价值有了不同于传统的认识。 人口结构对生育率也

有重要影响， 对这一点要有足够的认识。 以香港为例， 从 ８０ 年代以来，

人口性别比不断下降， 虽然香港有一群规模不容小觑的外籍女性家庭佣工

存在， 但是依然阻止不了性别比下降的趋势， １９８６ 年香港的人口性别比为

１０７ ３， １９９６ 年下降至 １０４ ８， ２００１ 年降至 １０２ １， ２００６ 年降至 ９７ １， 而

２０１１ 年则进一步降至 ９４ ８①。 这种情形导致女性进入婚姻的年龄推迟， 进而

推迟生育时间， 从而降低了总和生育率。 具体来看， ２０ ～ ２９ 岁女性延迟结婚

是导致总和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２５ ～ ３４ 岁的已婚女性生育率显著下降也

是导致总和生育率下降的因素。 此外， 香港单身女性的数目逐渐增多， 对总

和生育率的下降也有影响②。

１９０

①

②

数据来源：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编 《香港人口趋势 （１９８１ ～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第 １５
页。 该统计数字不包括外籍家庭佣工。 ———笔者注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人口统计组： 《总和生育率转变的分析》， 《香港统计月刊》
２００５ 年第 ９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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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分析中国人和海外华人华侨生育率变动不可或缺的视角， 但文化的

影响是复杂和变动的。 不可否认的是， 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在中国人和海

外华人华侨头脑中根深蒂固， 但是它所起的作用需要客观分析。 传统的儒家观

念重视子女的教育、 孝道的体现以及家族香火的延续， 而这些内容在影响生育

率方面表现不同。 儒家文化的精英意识和成功意识使每个家庭现在更注重子女

的质量而非数量①， 这可能是儒家文化对子女数量要求不同于传统的新反映。 在

养育成本高企和社会竞争激烈的背景下， 父母更愿意将有限的家庭资源完全投

放在唯一的子女身上， 而同样被儒家文化浸淫的传统家庭， 更倾向于在一大群

子女中选择天资最为聪颖的加以培养。 其实儒家文化在生育子女上表现得相当

理性， 生育众多的子女可以提高子女的成才概率， 从而使家庭更好地延续和发

展下去。 另外， 众多的子女也是天然的养老保障， “养儿防老” 的观念又促使更

多的子女生育需求。 但是生活水平和保健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化养老机构的增

加使得人们对养儿防老的需求有所降低， 从而也降低了对生育数量的要求。 “香

火” 的观念反映了儒家文化对男孩的偏好， 女儿众多但没有儿子对延续家族香

火是极大的危险， 至少有一个儿子是最低的要求， 当然儿子越多越好。 基于台

湾 “家庭动态资料库” 的分析发现， 儿子偏好与生育行为之间的联系在台湾确

实存在。 具体来看， 如果第一胎是女儿时， 父母有较高的可能性继续生育以期

得到一个儿子， 而如果第一胎已经是儿子的话， 父母再育的决定则更加慎重②。

三　人口政策及其调整

（一）中国的人口政策及其调整

生育作为家庭的重要决定受到多重因素的复杂影响， 这一点我们在前文

２９０

①

②

蔡泳： 《低生育率及其社会经济影响》， 载梁在主编 《西方人文社科前沿述评： 人口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第 １１８ 页。
谢志龙： 《从儿子偏好与家庭资源探讨手足结构对生育决策的影响》， 台湾 《人口学刊》
２０１３ 年第 ４７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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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中已略见一斑， 其中政策的作用是较为重要的， 但是政策本身又受到

现实状况的影响， 所以理想的政策应该是在政策目标和现实之间达成平衡，

中国的人口政策以坚持计划生育为基础， 并顺势进行微调。 中国生育政策的

目标在过去三十多年内是相当明确的， 就是要严格控制人口总量并控制人口

过快的增长速度， 政策的效果有目共睹， 这个过程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

一阶段在 １９７３ ～ １９７８ 年， 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计划生育将人口数量

纳入控制过程。 １９７３ 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汇报会就提出了 “晚、

稀、 少” 的政策方针， 力求通过晚婚、 拉长生育间隔、 减少胎数等多种手

段将人口增长速率降下来。 １９７９ ～ １９８４ 年是计划生育的第二阶段， “一胎

化” 和 “一孩化” 政策被严格执行， 特别是在城镇地区， 独生子女基本上

是在这一阶段开始大量出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 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

已经比较成熟， 政府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调整， 如允许农村某些第一胎是女

儿的家庭可以在一定间隔期后生育第二胎， 而部分少数民族执行更宽松的计

划生育政策①。

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力执行使得中国的出生率得以较快下降， 但是更重要

的是， 随着人们日趋理性以及观念的变化，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 虽

然学术界与政府部门对实际生育水平的认识存在差距， 不同意见的争辩持续

了二十多年， 但是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是无法视而不见的。 由低生育率

导致的后果被学术界反复提及， 更重要的是， 由低生育率导致的部分后果已

经出现， 对相关政策的调整迫在眉睫。

中共十八大以来， 官方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 直到十八届三中全

会提出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完善的思路和决策。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底， 官方印发

了 《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意见》。 在这份意义重大的文件中， 虽然官方

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 但是也承认我国早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就已

进入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 而且还承认生育水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

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为此我国将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

３９０

① 佟新： 《人口社会学》 （第四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第 ３３１ ～ ３３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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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孩子的政策， 也就是 “单独两孩” 政策。 该政策的提出可以看作官方对

持续走低的生育水平的关切和回应， 该政策施行了 １ 年多后， 政策的效果与

预期有不小的差距。 卫生计生委曾经测算符合 “单独二胎” 的有 １１００ 万对

夫妇， 但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申请并获批准的夫妇只有 ７０ 多万对①，

实际政策效果不尽如人意。 中央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因此在十八届五中全会

上提出了全面放开二孩的新的政策应对。

如果是为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以及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目标②， 光靠放

开二孩甚至放开生育限制是不够的， 更重要的是要围绕上述目标构建系统完

善的家庭政策， 毕竟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希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 只有设计

到位的家庭政策才能全方位地解决问题。 长久以来， 中国政府对家庭人口的

干涉只关心生育数目的多寡， 未考虑到现代化转型中家庭遭遇日益增大的风

险以及家庭功能逐渐剥离和外移， 概括而言， 官方对家庭的可持续发展关注

不够③。 不可否认的是， 目前官方有多达 ５７ 项有关家庭的社会政策， 这些

政策主要涉及低收入家庭的财政支持、 就业扶助、 儿童支持、 计划生育家庭

奖励扶助和其他方面④， 但是由于缺乏协调配合， 导致目前家庭政策存在不

尽如人意之处： 第一， 缺乏专门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政策而非用以个人为单

位的政策作为代替； 第二， 家庭政策制定部门的分散及政策对象的分散导致

现有政策的碎片化， 无法形成合力； 第三， 已有政策缺乏可操作性； 第四，

现有政策主要以社会福利形式补贴特殊家庭， 缺少对不同类型家庭需求的关

注； 第五， 缺乏对家庭在税收政策方面的支持⑤。 未来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

应放眼全局， 从家庭入手， 为此需要针对上述不足制定完善的家庭政策。 在

此方面， 我们可以借鉴参考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做法。 比如， 中国香港、 澳

门、 台湾地区和新加坡都曾经面临类似的问题， 但它们都通过家庭政策的制

４９０

①

②

③

④

⑤

陈友华： 《意料之外与情理之中： 单独二孩政策为何遇冷》， 《探索与争鸣》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意见》，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 第 ２ ～ ３ 页。
韩央迪： 《转型期中国的家庭变迁与家庭政策重构： 基于上海的观察与反思》， 《江淮论坛》
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
吴帆： 《第二次人口转变背景下的中国家庭变迁及政策思考》， 《广东社会科学》 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
吴帆： 《第二次人口转变背景下的中国家庭变迁及政策思考》， 《广东社会科学》 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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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和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加以解决。

从表 １ 可以看出， 中国香港、 澳门、 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的总和生育率曾

经一度处于较高水平， 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甚至为此推出限制生育的政策， 但

是仅仅过了不到 ２０ 年的时间， 这四个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更替水平，

这可能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官方机构未曾想到的。 人口是一个社会长久发展

的重要条件和资源， 人口过多或过少都会影响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特

别是对中国香港、 澳门、 台湾地区和新加坡这样空间有限、 自然资源有限的

国家和地区来说， 保证一定规模的人口是最基本的发展前提， 所以接下来本

文将主要分析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提高生育率方面所进行的政策尝试。 在发达

国家和地区生育率的下降是相当迅速的， 为了抑制过快下降的生育率， 各国

和地区的官方主要采取鼓励生育、 财政激励、 鼓励结婚、 平衡工作和生活等

政策措施， 但是收效甚微①。 中国香港、 澳门、 台湾地区和新加坡基本也是

从这些措施寻求突破， 但是具体措施和政策动机不尽相同。

（二）香港的人口政策及其调整

香港在回归祖国之前， 就已经面临出生率过低和老龄化加重的严峻形

势， 回归后的特区政府虽然认识到人口问题恶化可能带来的后果， 但是并未

在政策上加以应对， 直到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时任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曾荫权

在立法会上发表 《人口政策专责小组报告书》， 报告分析了香港人口的特征

与发展趋势， 并提出相应的人口政策。 但是这份报告缺乏对人口政策的长期

规划， 特别是缺乏鼓励生育并提高生育率的具体措施。 劳动力人口增长缓慢

而老年人口增多的困境， 让特区政府将引入外部移民作为主要的手段。 报告

建议从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开始， 每天 １５０ 人持单程证从内地合法来港的配额安排

维持不变。 报告书还建议要放宽移民政策， 吸引投资移民， 而投资的最低金

额是 ６５０ 万港元。 可以看出， 整份报告更侧重于对移民政策的调整而缺乏对

５９０

①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Ｗｏｒｌ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３：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ａｔ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ｅｍｅｓ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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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人口发展潜力的关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香港特区政府人口政策督导委员会发布了 《人口政策督

导委员会 ２０１２ 年进度报告书》， 就香港所遭遇的人口挑战进行分析。 但是由

于大量游客和移民的涌入， 造成本港居民同外来人士之间的张力， 港人对特

区政府的人口政策不是特别理解和认同， 所以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香港特区政

府人口政策督导委员会开展人口政策公众参与活动， 公开听取公众对完善人

口政策的意见和建议①。 而人口政策督导委员会就香港的人口挑战提出五个

方面的政策方针建议， 分别是： 第一， 吸引更多人投入劳动市场， 以增加劳

动人口； 第二， 改善教育及培训， 尽量减少技术错配问题， 以提升劳动人口

的素质； 第三， 调整引入人才的模式， 以配合香港的宏观经济发展策略； 第

四， 政府应该营造有利环境， 尽量让本港市民实现成家立室及生儿育女的愿

望； 第五， 迎接高龄化社会带来的机遇， 发展老年产业②。 可以看出， 这次

的政策建议更加全面， 从引入外部人才和发掘内部人口增长潜力两个角度来

解决日益严重的老龄化和低生育率问题。 但是人口政策督导委员会也指出，

现在港人生育意愿较低的主要原因在于养育责任重大以及经济负担太重， 所

以建议以津贴或弹性上班时间来鼓励生育。

通过对香港人口政策及推出过程的梳理， 可以看出香港特区政府在解决

出生率过低这个难题上动作较慢， 虽然最终也在促进婚姻和生育上提出了一

些措施， 但是仍然无法改变出生率低的局面。 而且回归以来， 众多来自内地

的移民赴港定居， 给香港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一定压力， 由此导致本港居民和

外来移民的社会关系紧张， 而内地孕妇赴港产子进一步加剧了香港未来公共

服务的压力， 这些难题给香港政府人口政策的制定都带来不小的挑战。

（三）澳门的人口政策及其调整

澳门相比于香港， 它的地域面积更小， 人口也更少， 但是它的人口发展

６９０

①

②

王鹏： 《香港人口政策新变化及其启示》， 《南方论刊》 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１ 期。
林正月娥： 《人口政策： 集思 “港” 益》， 香港政府新闻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 ｇｏｖ ｈｋ ／ ｔｃ ／
ｒｅｃｏｒｄ ／ ｈｔｍｌ ／ ２０１３ ／ １０ ／ ２０１３１０２５＿ １１１９５８ ｓｈｔｍｌ， 最后访问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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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自身特点， 这些都对澳门人口政策产生独特影响。 澳门土地面积狭小，

这从根本上限制了澳门城市和人口规模的扩展。 澳门的自然资源缺乏， 受历

史、 政治、 社会及地理因素的共同影响， 澳门不大可能发展成大都市， 而澳

门特殊的产业结构使得外来人口容易聚集也容易流散①。 根据 ２０１１ 年澳门

人口普查的结果， 澳门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 其生育水平虽然有所上升， 但

是低于更替水平。 此外， 澳门的劳动力总量存在缺口， 而现有劳动人口的素

质较难适应长远发展的需要， 因此澳门的人口政策首先要研究人力资源、 人

口老化及人口规模三个重要问题②。

澳门的人口规模和结构很容易受到流入人口的影响， 这在澳门的发展历

史上已经多次有所表现， 所以澳门的人口政策面临同香港类似的问题， 就是

如何平衡本地居民同外来移民的关系。 在这一方面， 澳门政府的态度相当明

确， 那就是必须以本地居民的利益和福祉为归宿， 提升本地人口素质、 优化

本地人口结构， 促进澳门社会、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③。 反映此种精神的 《澳

门特别行政区人口政策框架》 历时两年终于公布， 该框架提出了当前澳门

需要迫切解决的提升人口素质、 应对老龄化、 人口移入三大人口政策问题。

难能可贵的是， 澳门特区政府将此框架向社会公开， 并开展为期三个月的公

众咨询， 社会各界可以对此方案提出意见和建议， 共同为澳门的人口政策集

思广益。 更为重要的是， 公众咨询可以汇聚社会共识， 从而避免社会内部损

耗， 建设和谐社会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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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郑梓桢： 《澳门人口发展史的启迪》， 《南方人口》 ２０００ 年第 １ 期。
赵卫、 张金加： 《澳门人口政策首要研究人力资源、 人口老化、 人口规模三问题》。 新华网

港澳频道，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ｇａｎｇａｏ ／ ２０１２ － ０４ ／ ２５ ／ ｃ＿ １１１８４３２０５ ｈｔｍ， 最后访问

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０ 日。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发言人办公室、 政策研究室： 《 〈 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口政策框

架〉 公众咨询正式开展 》 ， 澳 门 特 别 行 政 区 政 府 新 闻 局 网 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ｃｓ
ｇｏｖ ｍｏ ／ ｓｈｏｗＣＮＮｅｗｓ ｐｈｐ？ ＤａｔａＵｃｎ ＝ ６５２１５＆ＰａｇｅＬａｎｇ ＝ Ｃ， 最后访问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０ 日。
澳门各界人士对 《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口政策框架》 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意见和建议， 读者可

以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政策研究室编辑的 《澳门特区人口政策框架咨询意见报告及意见

汇编》 中俯瞰全貌。 ———笔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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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湾的人口政策及其调整

在中国香港、 澳门、 台湾地区和新加坡四地中， 台湾的情况稍微复杂，

台湾相比其他三地拥有更大的陆地面积， 更长的海岸线， 更丰富的自然资

源。 当然它的人口也是最多的， 但是这些优势并不能使台湾避免走向低生育

率的趋势， 台湾在人口政策调整方面曾经遇到与大陆类似的情形。 早在

１９６４ 年， 台湾的人口总量已达到 １２２４ 万人， 在人口压力和经济发展压力之

间， 台湾内部有人士提出要求官方制定人口政策， 控制人口的增长， 但是有

反对者以传统的伦理观念、 宗教道德及政治需要为理由极力反对控制人

口①， 特别是孙中山的 “遗训” 也给控制人口的论点带来不小的压力②。 但

是由于逐渐增加的人口压力， 台湾于 １９６８ 年公布 “台湾地区家庭计划实施办

法”， 以期人口自然增长率能处于合适的增长水平， 又于 １９６９ 年颁布 “人口政

策纲领”， 除继续控制人口增长率以外， 开始强调提高人口素质， 并着手调整城

市与乡村的人口密度。 与此同时， 政府部门成立家庭计划研究所及推广站， 传

播节育的知识和方法， 并向民众提供避孕器具。 可以说此时的人口政策更加全

面和系统， 并配有具体的措施加以实行， 但是实际效果并不令人满意。 主要原

因在于台湾人口政策执行其实有利于多子女的家庭， 所以实际是变相鼓励民众

生育， 而人口在城乡间的移动又加剧了台湾城市地区的人口压力③。

政策施行的偏离导致台湾人口压力有增无减， 所以即使到 １９８３ 年， 台

湾仍然坚持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 但是人口转变的速度相当快， 从 １９８４

年开始， 台湾的总和生育率即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 但是由于人口惯性的

原因以及人们对生育认识的僵化， 所以潜在的人口危机并未被预见到。 直

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台湾当局才逐渐意识到人口生育率过低所带来的负面

影响， 所以将此前的家庭计划宣传口号改为 “适龄结婚， 适量生育”， 提

８９０

①

②

③

蓝益江： 《台湾人口问题与人口政策》， 《台湾研究集刊》 １９８５ 年第 ３ 期。
孙中山曾经在其 “三民主义” 之民族主义的论述中提出中国人口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增加，
所以要增加中国人口， 有看重生育的意思。 ———笔者按

蓝益江： 《台湾人口问题与人口政策》， 《台湾研究集刊》 １９８５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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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适当婚育年龄为 ２２ ～ ３０ 岁， 这个年龄要比之前官方建议的结婚年龄提

早了 ３ ～ ５ 岁。 这种做法的目的也很明显， 就是尽早结婚、 尽早生育， 挖

掘育龄妇女的生育潜力。

台湾应对逐渐走低的生育率， 在政策上的响应并不及时。 ２００４ 年， 台

湾制定人口政策指南， 但是没有明确的生育率目标①， 但已开始着手解决生

育率过低的问题。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８ 年台湾中程施政计划在人口政策方面， 添加

了托幼育儿服务、 健全家庭功能等内容， 而且还加强了对婚姻和家庭价值观

的教育， 要求以 “人口危机” 和 “鼓励生育” 的政策宣传工作②。 为进一

步缓和台湾过低的生育率、 老龄化加重以及不断增长的外来移民带来的

压力， 台湾于 ２００８ 年颁布 《人口政策白皮书》 ， 该白皮书对台湾所遭遇

的人口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分析， 并对已有的政策措施加以分析检

视， 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对人口变迁的 ２１ 项对策和 １２５ 条具体措施， 并对

任务目标进行分工及安排实施周期③， 这部白皮书是台湾迄今为止最为

全面和详细的有关台湾人口发展的政策指南。 为了应对新的人口变动，

台湾又于 ２０１０ 年对该白皮书进行修订， 主要针对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执行的

各项措施进行检讨， 对人口政策白皮书的各项具体措施进行增删或修正，

并排定优先级④。

另外一个对人口政策有指示意义的文件 “人口政策纲领”， 自 １９６９ 年

颁布之后，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前后共修订了六次， 最新的 “人口政策纲

领” 目标设定更加全面， 特别补充了性别平等的内容， 使人口政策更具性

别化， 还提出保障台湾各族群的基本人权， 保障外来移民的基本权利， 营造

友善的社会环境， 以开创多元文化的新社会。 而在政策内涵上则针对合理调

整人口结构、 提升人口素质、 保障劳动权益、 健全社会安全网、 落实性别平

９９０

①

②

③

④

金敏子： 《部分东亚社会针对极低生育率的对策响应》， 载王丰、 彭希哲、 顾宝昌等编著

《全球化与低生育率： 中国的选择》， 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第 ９０ 页。
台湾 “内政部”： 《建构现阶段人口政策》，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８ 年中程施政计划》， ２００７。
台湾 “行政院”： 《人口政策白皮书》，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０ 日颁布。
台湾 “内政部” 人口政策委员会第 ４２ 次委员会议新闻稿。 两岸关系数据库之台湾地区政

府政情资讯系统：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ａｇｘｓｊｋ ｃｏｍ ／ ｇｏｖｅｒｍｅｎｔ ｊｓ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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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促进族群平等、 促进人口合理分布以及保障移民权利方面进一步提出具

体的纲领目标和要点。 台湾最新的人口政策在自身人口发展特点的基础上，

借鉴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和经验， 并最终在人口政策等官方文件中有所

体现， 但是其中部分政策的效果并未达到预期目标， 所以相关部门只能定期

加以修订完善， 还有部分政策带来了未预料到的潜在后果。 以外来移民为

例， 大量外来劳工的移入虽然对缓解劳动人口短缺有所帮助， 但是由此给台

湾本土劳工带来的工作竞争压力以及对经济和消费的影响， 都是需要仔细审

视的①。 与此同时， 台湾还有大量的外来女性配偶， 特别是有超过 ２６ 万人

的大陆新娘， 这些外来配偶如何适应台湾的生活和社会文化， 如何抚育自己

的子女以使其健康成长， 这些问题都是不小的挑战。

（五）新加坡的人口政策及其调整

新加坡的总和生育率在 １９７４ ～ １９７５ 年降到更替水平以下， 这个时间同

中国香港、 澳门和台湾相比处于中间， 但新加坡却是最快作出政策反应的，

早在 １９７０ 年， 新加坡尚在施行节育政策。 新加坡于 １９６５ 年独立后， 面对人

口快速增长所带来的资源和经济发展压力， 同其他处于经济起步阶段的国家

一样， 也对本国的出生率采取限制政策。 政府以经济奖惩作为主要手段， 如

将堕胎和结扎合法化， 对生育第三个孩子的家庭， 取消产假、 育儿津贴、 延

长组屋申请年限②。 这些措施达到了预期目的， 新加坡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被

控制下来， 人们的生育意愿也有所降低， 到 １９８５ 年时， 新加坡的总和生育

率已降到 １ ６１。

与此同时， 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政治远见， 他比本

区域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更早认识到过低生育率的后果， 于是及时终止

限制人口生育的措施并转而鼓励人口生育， 较为及时主动地应对人口下降危

００１

①

②

中华经济研究院： 《国际人口移动对台湾劳动市场及经社发展之影响与因应对策》， 台湾

“行政院” 经济建设委员会委托调查报告，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黄文政、 梁建章： 《李光耀人口观念转变的中国启示》， 财新网， ｈｔｔｐ： ／ ／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ｃａｉｘｉｎ．
ｃｏｍ ／ ２０１５ － ０３ － ２４ ／ １００７９４０１４ ｈｔｍｌ， 最后访问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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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但是这一时期新加坡采取双向人口政策， 即鼓励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多

生， 而受过低等教育的妇女保持较小的家庭规模①， 希冀实现优生优育的目

的。 １９８６ 年， 新加坡取消了主要负责控制人口增长的 “计划生育和人口委

员会”。 １９８７ 年， 首次实行鼓励生育政策。 例如， 采取税收和住房激励以及

提供育儿补贴和育儿假等措施， 开始对三个孩子而不是两个孩子家庭的住房

分配以及小学入学注册给予优先权利②。 凡此种种反映出新加坡政府鼓励民

众生育的急切意图， 而 ２０００ 年以来， 新加坡政府几乎每年都会推出新的鼓

励生育的政策和措施③。 综观这些政策和措施可以发现， 经济刺激措施逐步

加强， 做法也极具人性化和无微不至， 可以说， 为了让民众生孩子， 新加坡

政府已经把能做的都做到了， 但是结果如何？ 从 ２００５ 年开始， 新加坡的总

和生育率一直处于 １ ３ 水平以下， 这是相当低的数字了。

新加坡政府虽然及早提出鼓励生育的措施以应对人口下降危机， 但是效

果不好， 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避免人口危机的继续恶化， 只有从外部吸纳人

口， 这种做法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在采用。 但是同中国香港和台湾比起来， 新

加坡移民政策的目标更明确， 投资移民、 技术移民以及自谋职业移民是目前

三种主要的移民方式， 目前每年的移民指标在 ３００００ 个左右， 竞争也是相当

激烈。 通过吸收外部移民的方式来缓解人口危机， 这种做法虽称不上是饮鸩

止渴， 但确实给当事国家和地区带来很多次生问题， 欧洲诸多国家的经历就

是很好的证明。 新加坡在此问题上也不例外， 新加坡虽然华人居多， 而且近

年来的新移民也以来自中国大陆的居多， 但是新加坡社会的排外势头上升，

社会融合成为令人担忧且急需解决的现实重大问题。 在这其中， 又以新加坡

本地华人与华人新移民之间的关系首当其冲。 新加坡本地华裔认为他们同华

人新移民之间的社会文化差异巨大， 而且两个群体之间存在激烈的稀缺资源

１０１

①

②

③

金敏子： 《部分东亚社会针对极低生育率的对策响应》， 载王丰、 彭希哲、 顾宝昌等编著

《全球化与低生育率： 中国的选择》， 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第 ９０ 页。
张莹莹： 《新加坡人口变动及其成因分析》， 《人口与经济》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
盖文·琼斯： 《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低生育率： 原因与政策回应》， 载王丰、 彭希哲、 顾宝昌

等编著 《全球化与低生育率： 中国的选择》， 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第 １６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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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夺， 更为重要的是， 新移民缺乏国家忠诚①。 新加坡所遭遇到的问题只是

移民融合与人口危机之间张力的缩影， 如何平衡劳动力外部需求和社会融合

的关系是摆在每个同样遭遇的国家和地区面前不可回避的发展难题。

四　结语

本文以中国大陆、 香港、 澳门、 台湾地区和新加坡为例， 分析这些国

家和地区的生育率变动及其影响因素， 并梳理和分析它们的政策应对。 低

生育率已经成为影响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阻碍性因素， 即使对

于传统上崇尚生育的中国人和华侨华人来说， 低生育率也是不可回避的发

展风险。 中国大陆、 香港、 澳门、 台湾地区和新加坡在经济发展初期都遇

到过生育率过高的情况， 这在当时也构成了一个影响发展的阻碍性因素，

控制生育率增长过快于是就成为首要解决的问题， 而如此导向的政策一般

可以取得预想的效果。 但令人猝不及防的是， 生育率在被控制之后， 几乎

不可控地持续下降， 似乎一夜之间， 人们对人口过多的担心被对人口过少

的担心所替代。

生育率的下降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 虽然经济因素、 社会因素和文化因

素都对生育率产生复杂的影响， 但是它们在降低出生率和提高出生率方面的

作用在不同时期并不一致。 比如说， 如果增加生育成本可以降低人们的生育

意愿并进而降低生育率的话， 但是降低生育成本并不一定能够提高人们的生

育意愿并进而提高生育率， 原本变量之间的关系在低生育率时代变得略有不

同， 这也可以看出人们在低生育率时代的生育意愿有多低。 所以本文提到的

中国香港、 澳门、 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等地， 它们颁布并实施的旨在鼓励生育

的政策很难见到效果。 更为悲观的观点认为， 包括上述国家和地区在内的亚

洲国家和地区鼓励生育的政策已经失败， 因为政策长期施行的结果并未带来

２０１

① Ｌｉｕ Ｈｏｎｇ， “Ｂｅｙｏｎｄ Ｃｏ －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Ｎｅｗ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ｉｎ Ｓｉｎ － ｇａｐｏｒｅ，” Ｅｔｈｎｉｃ ａｎｄ Ｒａ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３７ （２０１４）： １２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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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大的改观。 但是也有观点认为， 由于测算鼓励生育政策对实际生育率影响

的方法很复杂， 所以其效果也很难预计①。

努力一番的结果不尽如人意， 这给执政者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而改进政

策带来的新的问题让人口政策调整面临诸多挑战。 虽然如此， 但是如果什么

也不做的话， 结果可能更糟。 中国香港、 澳门、 台湾地区和新加坡持续走低

的生育率和不断提高的老龄化水平以及它们为解决人口问题所作的政策努

力， 让我们看到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需要审时度势， 沉稳果断， 否则一旦

错过有限的窗口时间②， 已有的问题将积重难返。 政策制定者需要意识到，

让人不生孩子可能比较容易， 而让人生孩子却相当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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